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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试图通过讨论1916到1918年之间，简照南家族内部对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未来发展的讨

论（与北洋政府合作、与英美烟草公司合作，或者转型成为股份有限公司），指出在家族企业

的拥有权在短期内的变化如何影响了控制权，并且拥有权和控制权这两项特征，何者在什么时

候会占上风，进而影响家族企业的走向。此外，本文也指出，企业家精神也受到外在因素的影

响，而非无所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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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tween 1916 and 1918, members of the Jian family had discussed the three opti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Nanyang Brothers Tobacco Company: cooperating with the government, cooperating 
with the British-American Tobacco Company, or transforming it into a holding company. The discussion 
among the members of the Jian family also pointed out how the ownership influenced the authority in a 
family business, when the authority or the ownership would become the more important factor, and 
consequently affected the trend of the family business. Moreover, the entrepreneurship was also restricted 
by extern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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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当某家族对某家企业拥有控制权、拥有权与继承权，这家企业是一家家族企业

（Colli 2003：8-26）。但是这三种权力之中，某些时候其中一种特征会较其他特征来得

突出，不但决定了一家家族企业是否是家族企业，甚至也影响了公司未来走向。

   在〈Competition among Brothers〉一文中，蔡志祥以乾泰隆为例子，论述家族成员

之间的股权分配，如何影响公司的控制权（Choi，1995）。蔡志祥指出，当家族成员

越来越多时，股权会重新分配，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并且由这些人主导公司的发展。

     王宣喻与苟茜的〈股权分散下的华人家族企业控制：广东温氏集团的实践〉一

文（王宣喻与苟茜，2010），对于家族成员内部之间的股权分配如何影响公司控制权

的问题给予了一些启发。此文章指出公司的创始家族虽然可以放弃持有绝对股权，但

是必须掌握公司第一大股东的位置，才能有效地掌控公司。此外，此文章也提及小股

东们之间彼此串联的成本高昂，因此彼此不串联起来，抵抗大股东的决策。

    家族企业如何因为控制权和拥有权之间的关系，导致公司往某个方向发展或者不

往某个方向发展，仍然缺乏研究。蔡志祥的文章主要从长时间的角度来分析家族如何

分配家族企业的股权，并且指出拥有权与控制权之间的关系（Choi，1995）。但是家

族成员之间的拥有权与控制权分配在短时间内的急剧变化，以及这如何改变公司的发

展方向，仍然值得讨论。王宣喻与苟茜的文章虽然指出在企业中家族如何通过掌握拥

有权来影响公司的管理与控制权，但是没提及如果家族成员之间意见不同，家族内部

的股权分配将会如何影响公司的发展？如果某个家族成员是第一大股东，其他家族成

员是否能够与之抗衡？

   中国商业史家认为中国的一些企业家也具有企业家精神，这也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

的因素（Ho，1970）。但是企业家精神并非是全无限制的，人为因素也深刻影响企业家

精神是否能够发挥的因素。在《中国的大企业》中，高家龙以五点作为标准（新商品

的引入或提升旧商品的品质、开发新市场、运用新原料、引入新的生产方法、以及组

织上的改革），指出了南洋烟草能够快速发展，简照南的企业家精神功不可没（Cochran 
1980：7-8、212-216）。但是在现实世界中，企业家精神是如此不受限制吗？

    本文以1916到1918年之间，掌控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以下简称“南洋烟草”）1的

简照南家族对于南洋烟草未来发展的讨论（与北洋政府合作、与英美烟草公司（以下

简称英美烟草）合作，或者转型成为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探讨以上问题的个案。从

此个案中，讨论家族企业内部的拥有权与控制权的短期变化如何影响公司的发展，家

族内部成员之间的意见不同和股权分配又如何影响公司未来走向，企业家精神是如何

受限于外在条件。

  中国商业史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个较少人研究的个案。高家龙的《中国的大

企业》是至今为止对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最为深刻的研究著作。此书集中讨论英美

烟草公司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市场上的激烈竞争，以此来

18

1    1905年发生抵制美货运动时，简照南连同家人与友人在香港成立广东南洋烟草公司，从事香 	
   烟制造。这家公司最初为一家合股公司，但是在1909年因为经营困难而改组之后，简照南家	
   族控制了绝大部分的股份，因此转型成家族企业，并且改名为“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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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与比较经济帝国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Cochran,1980）。后继许多研究都受到

它的影响，因此主要都集中在南洋烟草与英美烟草公司的竞争（史全生，1998；李

惠芬，2002；刘野，2006；李培德，2012）。即使避开这一主题，也主要讨论南洋

烟草在中国本土的经营方式和广告，以及其家族企业特色等（张国超，2005；白淑

敏，2006；左敏，2007；陈从为，2009）。因此，本文虽然再度讨论南洋烟草如何转

型成为有限公司的过程，但是不视家族企业是个和平无争执的企业。而是从一个新角

度切入，讨论家族企业的拥有权与控制权的问题，以及对于企业家精神的限制。同时

也通过这一课题，展现了南洋烟草的相关研究可从事的另一面向。

二、简照南家族对南洋烟草股份的分配

  南洋烟草最初在1905年成立时，发起人简照南与其家人所握有的股份不到一半。但

在1909年南洋烟草面临危机而改组之后，简照南家族不但拥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股

份，其控制权更是牢牢在手（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1-5）。

     1912年简照南叔父简铭石过世后，简照南家族内部对于南洋烟草的拥有权有所争

执。简铭石的独子简孔昭认为南洋烟草当年改组时，南洋烟草的资本是由父亲所出

资，因此必须由其继承。但是这主张遭到其堂兄弟简照南等人的反对（上海社会科学

院经济研究所 1958：6-7）。

图1：简照南家族图谱

资料来源：《全忠堂家谱》，手稿。

   最后，简照南与其兄弟简玉阶与简英甫所组成的大房，与简孔昭所属的二房达成协

议。在协议中，大房和二房共同成立简宏业堂，并且大房和二房分别持有简宏业堂的

一半所有权。南洋烟草的股份则归简宏业堂所有。也因此，大房和二房分别持有一半

的南洋烟草股份（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6-7）。

简检修

简鉴川 简英甫 简孔昭

简铭石简汉达

简玉阶简照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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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北洋政府的合作谈判

   南洋烟草1915年重返中国市场后的发展令人瞩目。但随着快速发展，南洋烟草也面

临人力资源和资本短缺的问题。在简静珊2写给简玉阶的信中，简静珊提及：

       ……若以保全公司久远计，则宜招股。盖烟仔生意，年中有五千万元，进
           所做不足1/10；若不增加资本，积极进行，恐防退败。加以人才缺乏，且
           观各子侄似不介意于公司，未审能望其帮手否？若以办事计，则归一家
           易做。
           前年谓【为】招股事，予在港，批次亦有讨论，惟景吾、雨邨等多不赞成
           招股。今日为个人权利计，乃第二个问题；总要保全久远，趁机增大势
          【力】，为后来做到与『空山』（按：英美烟草公司）并肩地位。若资本
           人事不足，万一失败，前功尽弃……鄙意亦主张招股。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110）

   在给简玉阶的信中，简英甫也指出南洋烟草在中国积极扩大规模时，应该多雇佣人

才，否则公司将会陷入衰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126）。这些信件都指出

南洋烟草当时已了解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并且提出了三项解决方案：成为国营企业、

与其对手英美烟草合并，以及成为股份有限公司。这些解决方案不只在简照南家族内

部，也在其亲戚与下属之间讨论。

   1916年8月28日，中华民国总统下令财政副长陈锦涛和烟酒公卖局局长钮传善，着

手计划把烟草业国有化，并且在上海购买土地与机器以设立工厂（上海社会科学院经

济研究所 1958：120）。

   在这项命令下达前，南洋烟草与政府联络以寻求合作。对中国商人而言，与政府

合作并且成为国营企业并不特别。自十九世纪中叶起，官督商办的企业模式在中国出

现，轮船招商局即是其中典范。这种合作方式虽然经历好几次变化，但是其核心——

官商合作仍然维持不变。虽然这种合作模式带来低效率和贿赂等坏处，但是公司可得

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因此在市场上更具竞争力（Feuerwerker 1958：177-188；Chan 
1977：67-106）。因此，南洋烟草如果与政府合作，在市场上不但更具有竞争力，也

可从容应付与英美烟草之间的竞争。在简英甫写给简玉阶的信中，指出自1915年南洋

烟草回返中国市场后，分别在广东和上海与英美烟草激烈竞争。在这过程中，由于南

洋烟草的规模不如英美烟草，因此南洋烟草必须耗费许多资源以进行对抗（上海社会

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126）。此外，简照南也指出两年前（1914年）英美烟草曾经向

政府献议，由其为政府征收烟税，虽然最终失败，但这值得南洋烟草警惕，并且应该

积极寻求如何在竞争激烈的烟草市场中生存。（《申報》，1917；上海社会科学院经

济研究所 1958：126）因此，南洋烟草寻求与政府合作的机会，成为半国营企业。

2      简照南家族的亲戚，同时也是南洋的职员。《全忠堂家谱》，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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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照南等人对于与政府合作这件事充满期待。在谈判开始前，简照南派王世仁与政

府联络，并与政府代表史莲孙，以及南洋烟草与政府之间的牵线人邬挺生商谈相关事

宜。在王世仁写给简玉阶的信中指出，政府虽然没有从事烟草业的相关经验，但是乐

意花大钱建立国营烟草企业，因此与政府合作是个绝佳机会。他们可提供相关经验予

政府，同时也获得政府支持（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120-121）。

   当双方有了初步联系后，王世仁和简照南在1916年9月亲自到北京，展开与政府

之间的正式谈判。在给简玉阶的信中，简照南指出南洋烟草可在与政府的合作中得到

三样好处。第一，如果与政府合作垄断中国烟草业，可杜绝外人染指烟草业。第二，

如果与政府合作，政府将在全国各地积极推广南洋烟草的香烟。第三，如果政府是南

洋烟草的合作伙伴，南洋烟草的信用将大幅度提升（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
126）。在另一封写给简玉阶的信中，简照南指出由于陈锦涛与钮传善业务繁忙，以及

政府效率差，因此与政府的合作谈判将非常缓慢。（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
122）从这些信件之中，可知简照南已下定决心，耐心地与政府谈判，以促成合作计划

顺利达成。

   到9月27日为止，南洋烟草与政府的合作谈判顺利。双方都愿意设立一家价值五百

万元的公司以进行合作计划。政府和南洋烟草将个别持有新公司的一半股份，并且南

洋烟草将负责销售，政府则负责监督公司的运作（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
122-123）。这种合作模式可说是官督商办企业的最新模式。

   但是南洋烟草与政府之间的谈判忽然终止。其中一个原因是邬挺生无法达成牵线人

的任务。邬挺生是烟草业的专家，曾出任英美烟草的买办多年，也在1913年时被烟酒

公卖局指派为特别事务专员（Who’s who in China, 1973-1974）。1916年，他成为南洋

烟草与政府之间的合作牵线人。在给简玉阶的信中，简照南说他希望邬挺生能够尽快

到北京负责与政府的谈判（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122）。邬挺生回应说

如果他收到政府的邀请，将会到北京协助谈判。因此简照南要求钮传善发送一封电报

邀请邬挺生到北京来。但是邬挺生却声称没有收到电报，也因此不出席谈判。9月25日
时简照南再次要求邬挺生出席谈判，但是钮传善却说政府不希望邬挺生在接下来的谈

判中出现。英美烟草在1915年时企图以每年三百万元的代价，向政府承包印花税。当

时代表英美烟草进行谈判的是邬挺生，但政府与英美烟草之间的谈判最终失败。有鉴

于此，政府不相信邬挺生在南洋烟草与政府之间的谈判中可促成两者合作（上海社会

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122-123）。简照南并不满意政府对不邀请邬挺生的见解与回

应，因此认为政府对于与南洋烟草合作事宜并无诚意。

   合作草约上的内容，是另一导致谈判破裂的原因。在简照南写给简玉阶的信中，简

照南虽不满意合约中的条款，但仍声称会继续与政府磋商合作事宜（上海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1958：122）。显然简照南对于与政府合作之事仍有信心。但是在1916年10月
时，简照南还是不满意修改后的条约内容，认为其中的合作条件不利于南洋烟草和简

照南家族。在草约中，公司的董事会、主席与副主席将由南洋烟草和政府共同指派，

同时这些重要职务将由董事会推荐人选，最后由中华民国总统拍案决定。此外，总理

在行事上必须得到董事会同意，也必须向政府负责。草约中对简照南家族唯一的好处

是其后代子孙可不断投资这家新公司（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12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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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合作条件都一再表示政府比简照南家族拥有更多更大的权利，因此对简照南家族

而言十分不利。简照南对这些合作条件十分不满，并且不愿在此条件之下成为国营企

业。简照南要的是政府支持南洋烟草，而不是要政府并吞南洋烟草，并且让简照南家

族失去对南洋烟草的拥有权与控制权。即使草约后来又再度修改，简照南仍然认为合

作条件仍然不利于简照南家族，特别是他本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
124-125）。

   另一导致简照南放弃与政府合作的关键因素是政府代表暧昧不明的态度。在给简玉

阶的信中，简照南写道，他无法理解政府代表们的立场为何。钮传善表明不愿意让邬

挺生参与南洋烟草与政府之间的合作谈判，但是第一份合作草约内容却是由史莲孙与

邬挺生在9月30日时所拟。此外，当时钮传善也派出他的助手陈性良转告简照南，当日

谈判的内容全部不算数，并且要等待邬挺生离开后再行拟定合作草约内容（上海社会

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126-127）。这些转变与暧昧的态度，都一再让简照南感到不

悦，对合作感到失望。因此，简照南最后决定放弃与政府合作的机会。

    当谈判停止之后，简照南家族的其他成员仍然寻找与政府再度展开合作谈判的可能

性。他们认为直接与当时的中华民国总统黎元洪谈合作事宜是较佳的选择。简英甫也

建议，可委托黎元洪的朋友章太炎为代表，与黎元洪谈论合作事宜。在给简照南的信

中，简英甫提及章太炎在1916年南来新加坡时，他与章太炎有所联系并成为好朋友，

并且章太炎也力邀简英甫参与中国政局。因此，简英甫认为他们可拜托章太炎代表他

们去谈判，同时也可达成与章太炎互惠互利的局面（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
127-128）。虽然无法得知简照南如何回应其小弟的建议，但是此信显示许多家族成员

仍然相信与政府合作对于南洋烟草是件好事，并且十分支持。

   虽然合作计划取消，政府仍然与南洋烟草有所接触。1917年2月，政府委派史莲

孙与南洋烟草的天津分行经理黄瑞致碰面，讨论是否有合作的可能（上海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1958：128）。另一方面，钮传善也在当年6月写信予简照南，要求南洋烟草

与政府之间再度展开合作谈判（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128-129）。简照南

认为，政府试图垄断烟草业，但又不熟悉烟草业的运作，因此政府才如此积极寻求合

作（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129-130）。政府要求南洋烟草尽快与政府合作，

并且这次吸引了简照南的兄弟们与堂弟的兴趣（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
129-131）。但由于当时政治不稳定，因此简照南不同意合作。当时张勋率兵进京，并

让溥仪复辟。这次复辟引起其他军阀和人民的反对，因此当时中国政治上进入了一个

不稳定时期（Spence 1999：282-283）。如果这时政局有变动，即使谈成合作也可能会

有所变卦。因此，简照南在写给家族其他成员的信件中试图说服他们，要求他们向钮

传善表示必须暂时搁置南洋烟草与政府的合作谈判，直到中国局势再度稳定（上海社

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129-130）。更为重要的是，当时英美烟草接近简照南，献

议南洋烟草和英美烟草之间应该合并，而简照南对英美烟草的献议更加感兴趣。

   与政府的合作谈判过程中，简照南是简照南家族中最具权势的决策者。简照南在合

作谈判中是南洋烟草的代表，并且是替南洋烟草和简照南家族做决定的人。其他家族

成员并无参与合作谈判，即使他们对合作表示支持，他们的意见也没列入考虑。虽然

在做出最后决定之前，简照南与其他家族成员对此展开讨论，并且收集其他家族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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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计划的意见与回馈，但仍然由简照南一人做出最后决定。这是因为简照南在南洋

烟草担任总理一职并常年主掌南洋烟草的事务，并且也深具企业家的独到眼光，因此

其他家族成员对于他的决定马首是瞻，信赖简照南所具有的企业家精神。此外，当时

虽然简照南家族对于南洋烟草股份有所分配，但是仍然是以房作为分配的单位而非个

人，因此集体意见大于个人意见。当其他家族成员认可掌权者（简照南）的决定（意

即集体意见认同个人意见），拥有权对控制权并无干涉与影响，因此简照南可全权做

决定。

四、与英美烟草公司的合并谈判

  简照南对于南洋烟草与政府的合作谈判深感失望。1917年2月，英美烟草接近简照

南，并献议南洋烟草与英美烟草应该合并。当时英美烟草的中国分公司的总经理，汤

姆士（James A. Thomas），邀请简照南共进晚餐并展示合并的计划案（上海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 1958：103-105）。

    英美烟草在1914年时曾试图收购南洋烟草，但因成交价格等问题而破局（上海社会

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103-106）。但英美烟草在1917年所提呈的合并计划却打动了

简照南。在此合并计划中，新公司将沿用南洋烟草的招牌，并承袭南洋烟草的资产与

负债。合并后，南洋烟草可继续维持其原有政策和雇佣旧员工。此外，总理与协理仍

然由简照南家族所掌控。拥有权方面，英美烟草要求掌控新公司百分之六十的股权，

但是简照南对此表示反对，因此汤姆士答应让简照南家族占有新公司的六成股权，英

美烟草则占四成。汤姆士认为这一合并案将让南洋烟草和英美烟草都有所收获。他指

出日本和其他国家的烟草公司都积极打入中国烟草市场。如果在这些外国烟草公司进

入中国烟草业市场之前，南洋烟草和英美烟草先合并，他们将可抢得先机，占据先来

者的优势，进而能保有市场占有率并应付这些新威胁。此外，合并之后将有助于提升

英美烟草的香烟在中国北方市场的销售额，并且英美烟草也答应帮助南洋烟草在销售

与烟草进口上多加协助，因此南洋烟草合并后，也将在销售与生产上有所提升（上海

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105-107；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83：140-141）。

   虽然简照南被南洋烟草与英美烟草合并的计划深深吸引，但是简照南家族成员与一

些南洋烟草员工对此计划非常反对。在给简玉阶的信中，南洋烟草上海分行的高级职

员路锡山指出，南洋烟草长期以“中国国货”作为其市场策略的一环，并且这策略十

分有效，吸引许多中国人支持南洋烟草。如果南洋烟草与英美烟草合并，将有损南洋

烟草以往的市场策略，进而打击南洋烟草的声誉（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
109-110）。另一方面，简静珊在写给简玉阶的信中，提及英美烟草比南洋烟草的设备

更为精良，资本也较南洋烟草雄厚，因此这可能是英美烟草的计谋，逼使南洋烟草在

合并之后退出中国市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110）。简孔昭也在写给简

玉阶的信中提及，与南洋烟草相比，英美烟草是家大企业。他们可能有其他动机，并

且这将不利于简照南家族和南洋烟草，因此他反对合并计划。他建议南洋烟草应该成

为股份有限公司，并且同时也寻求与政府合作（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
111）。在给简玉阶的信中，简英甫附和简孔昭的提议。他认为与英美烟草合并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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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不利于南洋烟草和简照南家族。他甚至建议，如果简照南坚持与英美烟草合并，他

们其他家族成员可以和简照南断绝关系，并且在政府的帮助之下另起炉灶。简英甫也

指出，简照南身边的人不可信任，他们不断说服简照南合并计划对南洋烟草是较佳的

选择（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111-112）。在给简孔昭的信中，简玉阶与

简英甫的想法类似。一位日本友人曾告诉他，日本烟草公司在日本政府的协助之下，

拒绝与英美烟草合作。因此他认为与政府合作，是比与英美烟草合并更好的选择。简

玉阶也指出，与政府合作的计划获得许多政客的支持，因此他们应该说服简照南打消

与英美烟草合并的念头（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110-111）。在这些往来

信件中，简照南是唯一一个支持与英美烟草合并的家族成员。其他家族成员则认为，

他们不理解英美烟草为何会提出与南洋烟草合并的计划，并且认为如果南洋烟草与英

美烟草合并，长期而言将不利南洋烟草和简照南家族。反之，他们认为和政府合作是

较佳的选择。

   简照南因家人不支持与英美烟草合并而生气，同时也继续尝试说服家人同意南洋

烟草与英美烟草的合并计划。简照南列出三项为何南洋烟草必须与英美烟草合并的理

由。第一，合并之后，南洋烟草的控制权仍然操之于简照南家族手中。在给简玉阶的

信中，简照南指出英美烟草给予他们非常优厚的合并条件。英美烟草想要的是南洋烟

草长期以来所建立的品牌忠诚度与资产，他们也愿意为此付出巨额资金。这不但会为

简照南家族带来了丰厚收入，同时在合并后简家也可享有六成的股份。因此，简照南

家族不但不会失去南洋烟草，甚至会带来巨额收入。此外，汤姆士也答应不委派任何

洋人董事进入合并后的南洋烟草董事会，并且南洋烟草的政策等将由合并后的南洋烟

草董事会来决定。同时总理和协理的位置仍然由简照南家族成员出任。因此合并之后

的南洋烟草仍然是由简照南家族所掌控（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112-116）。

   第二，合并之后的南洋烟草将更强大。英美烟草和南洋烟草竞争激烈，简照南家

族成员也为此而疲于奔命（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126；Chong 2015：
31-50）。但英美烟草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烟草公司，因此无法避免与英美烟草竞争。简

照南在写给简玉阶的信中指出，如果英美烟草和南洋烟草合并，南洋烟草不但可避免

与英美烟草竞争，甚至可与英美烟草共享中国的香烟市场。南洋烟草的资本在合并之

后不但更雄厚，两者之间的竞争也将停止。因此，南洋烟草在合并之后可享有中国烟

草市场的更大份额。简照南也在给简玉阶的信中摘录汤姆士的话：“中国之大，销烟

日广，尚有许多地方未开通食烟仔处，将来如英美烟草现在之销额，可达三、四倍，

断无生意退缩之理。”另外也引用汤姆士的话说道：“合并后，我公司仍可照现下一

样进行，新闻报广告亦不妨照现下之言语骂之；又彼之代理，允卖我烟，彼亦不干

涉。”（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116）如此一来，南洋烟草将可利用英美烟

草的销售网络销售南洋烟草的香烟，因此南洋烟草可增加其获利，并且壮大自身。简

照南列出了一些中国烟草市场上的潜在竞争来说服其家人。他指出当时有其他美国烟

草公司试图打入中国市场，并且免费派送香烟以图与英美烟草竞争。假如合并成功，

英美烟草和南洋烟草可打败这些潜在竞争者，并确保他们在中国烟草市场上的利益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112-116）。此外，简照南也指出，只有财富才是赢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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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尊敬的方法，因此能够赚钱的才是爱国的商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
117-118）。

    第三，南洋烟草最重要的市场策略是爱国主义与中国国货运动，并且简玉阶与其他

家族成员都认为这策略效用奇佳（Chong 2015：25-50）。但是简照南对此有不同的意

见。他认为南洋烟草不能一直依赖国货运动来推动南洋烟草的销售，也无法通过成为

股份有限公司来增加资本。在写给简玉阶的信中，简照南认为中国国货运动依靠的是

激情，其效果无法持久。他认为唯一有效推广南洋烟草香烟的方法，是提升南洋烟草

香烟的质量，并且以合理的价格出售，不然人们不会选择南洋烟草的香烟。简言之，

简照南无法接受以中国民族主义的方式来销售南洋烟草香烟（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

究所 1958：112-114、117-118）。

  简照南认为其家人缺乏深思远虑，并且盲目地以爱国之名拒绝合并，因此感到不

快。当简照南和汤姆士在1917年6月至7月间因南洋烟草与英美烟草合并之事而碰面讨

论时，中国政府再度向南洋烟草提出合作计划。由于认为无法察知英美烟草要求与南

洋烟草合并的最终目的为何，因此简玉阶和简英甫较为赞成南洋烟草与政府合作。他

们也在未通知简照南并获得他的同意的情况下，就与中国政府展开合作谈判。简照南

随后发现此事，建议他们应该搁置谈判，直至政治情势有所稳定（上海社会科学院经

济研究所 1958：128-131）。从此来看，简照南责备其家人的主要原因，并非他们以中

国民族主义的方式来推销南洋烟草香烟（不论与政府合作或者与英美烟草合并，南洋

烟草都很有可能继续沿用中国民族主义推销香烟的方法），而是他们因盲目爱国而不

支持与英美烟草合并，导致南洋烟草的业绩无法进步。

   简照南不同意与中国政府合作，是基于其之前与政府代表谈判的不愉快经验。

简照南在1916年时，亲自与政府代表谈论合作事宜，但却因政府的暧昧态度与方向不

明确而倍感失望，因此他对于政府的观感很差。但是其他简照南家族成员并无亲赴谈

判，因此无法理解简照南之前在与政府谈判中所面对的挫折。因此简照南对于家人们

坚持与政府展开谈判感到不解，并认为不值得考虑与政府合作一事。在1917年6月写给

简玉阶的信中，简照南说道：“……既然代表如此热诚，我弟又如此爱国，故写一介

绍信来，如孔昭等同意，则不妨开始磋商条件。”（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
129）从此信中，可感受到简照南因前次谈判而对于政府不信任，并且认为当时政局走

向不明，因此应该再观察。但是其他家族成员兴致勃勃，因此也勉为其难（甚至有些

赌气地）答应与政府磋商。

   虽然简照南较为偏好南洋烟草与英美烟草合并而不是与政府合作，但是他最关心的

仍然是南洋烟草的利益。他邀请简玉阶与简孔昭到上海来，讨论应该与政府合作或者

与英美烟草合并。他认为如果与政府合作之后，简照南家族仍然可掌控南洋烟草的控

制权和拥有权，那么简玉阶不妨尝试与政府展开合作谈判（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

所 1958：129）。

   在众多选择中，简照南对于让南洋烟草成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公开上市这一选项十分

反对。他认为大部分的上市公司的股东不考虑公司的长期利益与经营，而只考虑他们

自身的利益。假如南洋烟草成为上市公司，南洋烟草将会被一群自私自利的股东所控

制，这将有损南洋烟草的未来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112-114）。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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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南在1917年6月和7月写给简玉阶的信件中，提及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就是因成为

上市公司而经营失败的例子（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117-118、129-130）。此

外，简照南指出如果南洋烟草成为股份有限公司，他们将需要另外筹措五百万资金，

并且这无法单单通过香港和东南亚的股票市场达成此一目标，而必须依赖中国市场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118）。因此，在简照南的心目中，成立上市公司

并非是南洋烟草的最佳选择。

   简照南计划把简玉阶和简英甫招至上海，进一步讨论与政府合作以及与英美烟草合

并的事宜，并且安排与汤姆士见面，以了解英美烟草对于合并一事的意见与诚意。但

即使最后简照南搬出杀手锏，威胁说英美烟草正与政府谈判承揽印花税事宜，因此南

洋烟草必须正视与英美烟草的合并谈判，可是简照南家族的其他成员依旧不回应他的

要求（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114-115）。

   1917年10月，简照南和汤姆士之间的谈判忽然终止。汤姆士写信给简照南，告之双

方的谈判必须终止，并希望在未来会重启合并计划。合并计划失败有三大原因。第一

是简照南和汤姆士之间对于南洋烟草的品牌和资产价格始终未达成协议。简照南对此

开价五百万元，但是汤姆士只愿以两百万元的价格买下南洋烟草的品牌和资产（上海

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116）。第二，当时的英美烟草内部对与南洋烟草合并一

事意见分歧。在写给简玉阶的信中，简照南指出当时英美烟草的中国分公司董事可分

为两批。虽然美国董事们赞同合并计划，但是英国董事们并不同意南洋烟草与英美烟

草合并（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116）。1915年起，英国董事比美国董事占

有更多英美烟草的股份，因此他们可决定英美烟草的大小事，其中包括了中国分公司

的事情。因此如果合并计划不获得英国董事们的赞同，英美烟草与南洋烟草合并的计

划就不会成功（Cochran 1980：163-164）。

  第三，谈判失败最关键的原因是，简照南家族内部对于与英美烟草合并一事并

无达成共识，以及简照南的看法失去家人的支持。简照南家族的成员大多与英美烟

草合并一事不感兴趣，甚至担心南洋烟草利益因此受损。简照南曾考察英美烟草在中

国北方的经营，发现英美烟草的组织能力远远超出南洋烟草。因此他从企业家的角度

思考，认为与其与英美烟草对抗，不如与其合并。如果南洋烟草争取到最佳的合并条

件，不但可以避开竞争，也可共享市场，这对南洋烟草的未来发展大大有利（上海社

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50-51）。但是其他简照南家族成员缺乏这种个人经验和见

解，因此不采纳简照南的建议。因此，他们支持与政府再度展开合作谈判，也不愿支

持简照南与英美烟草商谈有关南洋烟草与英美烟草合并一事。

   在简照南家族中，简照南是决定南洋烟草事务的最重要的决策者。他会与其他家族

成员商量并说服他们，以实践简照南自身对于南洋烟草的计划与决定。可是，简照南

家族对南洋烟草的股份分配，以及简照南无法获得家人支持他的看法，导致与英美烟

草合并的计划最终以失败收场，并且简照南大胆的企业家精神也因此受到了限制。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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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转型成为股份有限公司

   简照南家族的远亲简寅初在1917年因简照南的要求，而到上海来商讨南洋烟草的未

来发展。最后简照南认同家族其他成员的建议，把南洋烟草转型成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9）。

   虽然南洋烟草转型成为股份有限公司，但是简照南不想要公开上市，而是私下售股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9）。简照南担心，如果贸然宣布公开上市，将影响

南洋烟草的未来发展。简照南计划私下把股份售予自己所熟悉且可靠的人，特别是那

些曾经为南洋烟草贡献心力的人。如此可减少南洋烟草被一群自私短视的股东所操控

的机会，并且南洋烟草也将由简照南家族继续掌控（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
117-118、129-130）。

    南洋烟草在1918年转型成为股份有限公司。总共五百万资本，分为100,000股，每

股港币五十元（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14-16），港币2,700,000元为注册股

本（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10-11）。这其中港币2,600,000的股本，由原有

的南洋烟草股东所持有，并且这些股本是南洋烟草自1909年至1918年因公司成长而累

积的。另外简寅初也认购南洋烟草股份十万元，成为南洋烟草的股东之一（上海社会

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11）。

    南洋烟草所有的100,000股股份，分别由六位股东所认购，即简照南、简玉阶、简英

甫、简孔昭、简寅初和简鉴川（简鉴川是简照南已过世的弟弟，其股份由其两位儿子

持有，但在股东名册上以简鉴川的名义登记注册）。众股东先缴交每股港币27元的注

册资本，之后再缴足剩余的港币23元股本（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10-12）。

此外，股份数额由原先他们认购的注册资本来决定。例如简寅初认购了港币100,000元
的股票，即拥有十万股中的3,704股。3

    1909年南洋烟草的资本一共只有130,000元，但是到了1918年已成长到港币2,600,000
元，共成长了二十倍。因此，原先的股东之所以占有2,600,000元的注册资本的股份，

即是从此增长中所得（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10）。因此，简照南家族一共

拥有90,740股，其中大房和二房各别拥有45,370股（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
10-12）。

  怡怡堂持有大房所拥有的股份。这些股份由大房的四位成员所持有，其中简照南所

持有的比其他兄弟多。除了简照南、简玉阶和简英甫之外，另外还有一名早逝的兄弟

简鉴川。他在世时曾参与南洋烟草的经营，但是未及见到南洋烟草转型成股份有限公

司。当大房分配股份的时候他仍然有一份，并且由其两个孩子简汉强和简秉仁所继承

（简朝亮 2000：1837-1839；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139）。大房的四份股

份中，简照南持有其中一半的南洋烟草股份（22,685股），比其他大房成员来得多。简

玉阶则次之，持有百分之三十的股份（13,611股）。剩余的百分之二十由简鉴川和简英

甫平分，个别持有百分之十的股份（4,537股）（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
11-12）。此外，简照南也以个人名义买下公司设立时的股东杨辑五的股份（价值港币

3     意即100,000除以27，四舍五入后，因此可得知为3,704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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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元，即5,556股）（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12）。因此简照南个人持

有28,241股，成为大房成员之中持有最多南洋烟草股份的家族成员。

表1：怡怡堂内部的股份分配（1918年）

资料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页11-12。

表2：南洋烟草股东名单与其持有股份数额（1918年）

资料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页11。

   简照南不只是大房之中持有最多南洋烟草股票的家族成员，也是简照南家族中持

有最多南洋烟草股票的人。简照南也宣布他会另外承购港币800,000元的股票（16,000
股），并且在三年内缴清相关的数额。因此，这必须调整股东们所持有的股票数额。

这必须按照比例，从每个股东（包括简照南）抽取价值港币800,000的股票，然后归到

简照南的名下（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11）。重新分配股票数额后，简照南

拥有39,722股，即百分之四十的南洋烟草股票。

   在转型成股份有限公司之前，简孔昭一人独揽二房所有股份而成为最大股东。但

是由于简照南在其原来拥有的股票之外，又多认购了16,000新股（港币800,000元的股

票），因此其他股东必须相应转让部分股票于简照南。因此，简孔昭少了7,258股，同

时简照南所拥有的股票从原来的28,241股增加至39,722股。相比之下，简照南比简孔昭

多了1,610股，成为了大股东。简孔昭所拥有的股份则成了第二多。

   因此，简照南不但一跃成为大房和简照南家族成员中拥有最多股票的人，也是南洋

烟草最大的股东。换言之，简照南未来只需说服简玉阶或简孔昭支持他的提议（简玉

阶和简孔昭分别持有南洋烟草百分之十以上的股票），他的建议就将成为南洋烟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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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照南

简玉阶

简鉴川

简英甫

总数

22,685
13,611
4,537
4,537
45,370

股份数额

612,500
367,500
122,500
122,500

1,225,000

股份价值(港币，只计注册资本)

50%
30%
10%
10%

100%

占有率

简照南

简玉阶

简鉴川

简英甫

总数

762,500
(612,500+150,000)

1,225,000

367,500
122,500
122,500

股份价值(港币，只计注册资本)

28,241

13,611
4,537

45,370
3,704

股份数额

简孔昭

简寅初

2,700,000
100,000

100,000

4,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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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决策。因此在股票数额重新分配后，简照南藉由掌握比较多数的股票，进而掌有

对南洋烟草的控制权。

表3：股份重算之后的股份分配

资料来源：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页11。

      1918年7月，南洋烟草向农商部登记注册成为股份有限公司。在南洋烟草的章程中，

简照南家族对南洋烟草的拥有权和控制权再次得到保障。首先，南洋烟草业务中最重

要的职位是总理，这职位不但由简照南所掌握，并且可以永远担任。在公司章程中也

规定，“如非因其名下退出至不足12,000股及有大过或失当，性至不能执行职务时，

不能辞退之”，并且“如或去世，得将其职权委任承办人或承嗣人，但接办须有能力

及年龄充足，自己名下有万股指股，才有及格。”此外，虽然根据章程，总理应屈居

于董事会之下，但由于简照南是南洋烟草的大股东，因此不受影响。第二，除了简寅

初，其他董事和监察人都是简照南家族的男性成员，因此南洋烟草仍然是由简照南家

族所牢牢控制（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13-16）。

六、结语

   简照南家族对于南洋烟草的掌控权和继承权都牢牢控制。简照南家族掌握了百分之

九十以上的股票，使得南洋烟草成了一家家族企业。

  简铭石过世后，简照南家族内部因南洋烟草的股份分配而起冲突。为了解决冲突，

简照南家族成立了简宏业堂，以分配和管理简照南家族的资产，特别是南洋烟草这家

公司。其中大房包括了简照南与其兄弟，二房则单独由简孔昭组成。每房都可拥有简

宏业堂所持有资产的一半。因此简照南家族的大房和二房分别持有南洋烟草的一半股

份。这是简照南家族内部第一次清楚划分南洋烟草的股份并确立各房对南洋烟草的拥

有权，但不是以个别成员为单位，而是以房作为划分的单位。

   南洋烟草在1915年重返中国市场以来，由于资本和人力的短缺，因此简照南家族在

1916年到1918年之间试图为南洋烟草找寻更多资本。当与政府的合作和与英美烟草的

合并都失败后，他们转向成立股份有限公司一途。在这过程中，可清楚看见在短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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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照南

简玉阶

简鉴川

简英甫

总数

4,519

7,258

2,178
726
726

应该转给简照南的股份数额

39,722
(28,241-4,519+16,000)

11,433
3,811

38,112
3,111

重算之后的股份分配

简孔昭

简寅初

16,000
593

100,000

3,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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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成员之间的股份分配（拥有权）如何影响南洋烟草的控制权，进而影响了公司的

发展方向。

    由于以房作为握股单位，因此如果家族成员对于南洋烟草有任何意见，必须获得大

家一致通过才可实行。简言之，这时只有集体意见，而个人意见几乎不存在。但是如

果南洋烟草的掌权者的意见可以获得大家的同意，则个人意见则可实践。这现象在南

洋烟草与政府谈判时非常清楚。

    虽然简照南是南洋烟草的重要决策者，但如果他的意见没有得到大房其他成员的支

持，以及其他家族成员的同意，他的决定无法成为公司的最后决定。如果简照南与其

他家族成员意见相左，他的决定将不会得到其他家族成员的支持，更不会实现。

    因此，作为简照南家族和南洋烟草的代表，简照南是否获得家族其他成员的支持

非常重要。例如1916年南洋烟草与政府商讨合作事宜时，由于两房所有人都支持简照

南与政府谈判，因此简照南并不受到任何约束。但是，当其他家族成员对于简照南的

行事有意见时，简照南就显得束手束脚。例如在南洋烟草与英美烟草的合并谈判中，

由于他无法得到其他家族成员的支持，所以无法达成任何协议。这是由于简照南并无

拥有南洋烟草的一半或以上的股份，甚至这些股份是由房所掌握，而非个人，因此简

照南无法一人做出决定。

  由于这些经验，因此南洋烟草1918年转型成为股份有限公司时，简照南在大房成员

之间另外订立合约来分配股份，并由简照南本人取得大房所拥有的南洋烟草股份的一

半。由于之前的事件，使得简照南认为个人必须拥有一定的股权，自己的意见才有

所保障，因此简照南在大房众兄弟之间订立合约，明确规定大房成员各自拥有多少股

份。

   即使简照南在1918年之后成为了南洋烟草最大的个人股东，但是他所掌握的股

票并没超过南洋烟草股份的一半，因此无法以一人之力与喜好决定南洋烟草的未来。

例如简照南在1919年到美国考察，并且因合并一事而与英美烟草的老板杜克（James 
Duke）会面。但由于他无法得到其他家族成员的支持，始终无法达成协议。在Allen写
给汤姆士的信中，提到简照南还是和以前一样，如果不和兄弟讨论，就无法做出决定

（Cochran 1980：146）。虽然在南洋烟草内部，简照南比其他家族成员拥有更多更大的

权力，但是他仍然必须听取其他家族成员的意见，并没有拥有绝对的权力贯彻其个人

意志。这不只是简照南而已，简照南家族的其他成员也是如此。例如1937年简照南家

族讨论是否把一半股份售出时，无人可单独做出决定。

  从南洋烟草在1916到1918年之间针对是否和政府合作、和英美烟草合并，或者成为

股份有限公司的过程之中，可看见拥有权始终凌驾于控制权之上。简照南深具企业家

精神，并且是掌控南洋烟草日常运作的重要决策人，因此公司的控制权由其掌握。但

是当他的意见与其他家族成员不同时，控制权就回到家族上，而不再由其掌握。换言

之，公司在日常运作时，由某个人掌握权力并且取得其他成员的同意，拥有权则保持

沉默，因此控制权在拥有权之上。但是当公司面临重大决策时，如果拥有者的与掌权

者的意见不一致，拥有权将打破沉默，通过行使拥有权把公司发展导向他们属意的方

向，因此这时拥有权在控制权之上。

30



家族内部的拥有权与控制权分配对家族企业的影响

   从南洋烟草的案例可看见，股权分配在短期内的变化，也会影响公司的发展。简

照南受限于股权分配，因此无法在1918年力排众议，和英美烟草合作。同时也因为如

此，在1919年南洋烟草成为私人有限公司时，简照南家族内部的股权分配变得更为细

致。

   此外，家族内部的意见分歧，会促成其他的成员联合起来对抗大股东。与王宣喻与

苟茜的案例中小股东彼此之间不串联的现象不同，家族成员之间关系紧密，因此这些

家族成员彼此串联的成本较为低廉，进而有能力与大股东对抗。此外，家族内部是否

达成协议，明确规定个别家族成员的持股数目，也将影响家族内部的拥有权的分配，

进而影响控制权。

    在此个案中，也可看见企业家精神如何受到外在条件的限制。简照南对于生意有独

到的眼光，并且这点高家龙也赞赏有加。但是简照南在生意上也受到了家族的阻力。

简照南曾在中国北方进行商业考察，发现英美烟草的实力远超原先想象。因此觉得与

英美烟草对抗不如与英美烟草合并来得轻松，并且这选择不影响南洋烟草的未来发展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1958：50-51）。但是其他简照南家族成员缺乏这种个人经

验，并且以往与英美烟草的对抗使得他们对于英美烟草不信任，因此反对与英美烟草

合并的计划。再加上家族内部的股权分配，使得他与英美烟草合并的计划无法成功。

如果南洋烟草接受英美烟草的献议，可能会有另一番光景。但无论如何，从历史研究

的角度而言，这些都无法得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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